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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如何度量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是本研究的重点。受制于数据和衡量方法，经济

学领域较少关注生物多样性这一现实问题。鸟类在生物多样性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鸟类

的多样性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Gregory and van Strien，2010）。因此，本文使用鸟

类多样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中国观鸟记录数据，借鉴 Liang et al.（2020）计算城市层

面鸟类的丰富度，衡量该地区的鸟类多样性水平，且在稳健性分析部分，进一步使用鸟种

的观察次数衡量生物多样性水平。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ln𝑏𝑖𝑟𝑑𝑠𝑐𝑜ℎ𝑑𝑚𝑡 = 𝛽1ℎ𝑜𝑢𝑟𝑠𝑐𝑜ℎ𝑑𝑚𝑡 + 𝛽2𝑛𝑢𝑚𝑏𝑒𝑟𝑐𝑜ℎ𝑑𝑚𝑡 + 𝛿ℎ + 𝛾𝑚 + Γ𝑐𝑡 + 𝜀𝑐𝑜ℎ𝑑𝑚𝑡，（I1） 

其中， 𝑏𝑖𝑟𝑑𝑠𝑐𝑜ℎ𝑑𝑚𝑡 表示在 t 年 m 月 d 天中的 h 小时，于 c 地区 o 观鸟组 

观察到的鸟类数量； ℎ𝑜𝑢𝑟𝑠是观鸟组观鸟的时间，用于控制观察时间的长短； 

𝑛𝑢𝑚𝑏𝑒𝑟是观鸟组的人数，即也是在同一时间段同一观测点的观鸟人数； 𝛿ℎ是小 

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每天内的所有共同变量，如平均鸟类可探测性或白天与夜晚观察鸟

类的能力，可以控制一天中鸟类活动或观察员在不同时间探测鸟类的能力；𝛾𝑚是月度固定

效应，控制月份间可能影响观察的因素；𝜀𝑐𝑜ℎ𝑑𝑚𝑦是时间扰动项；最后，𝛤𝑐𝑡是我们所重点关

注的地区鸟类（数量）丰富度1。简言之，在控制了小时和月度固定效应后，在同一时间段，

一个地区某个观测点所观察到的鸟类数量，是与观测者观测时间长度、观测范围以及该地

区的鸟类丰富度有关。由此，基于上述逻辑，可以计算出城市在某一年份的鸟类丰富度。

与 Liang et al.（2020）相似，由于本文的目标是估计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对鸟

类丰富度的影响，并不是估计鸟类数量本身。因此，式（I1）中忽略的可能会影响鸟类丰

富度的因素，只要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没有系统性的关系，就不会影响本文的研究

结论。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绿色金融，使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政策冲击，差

分变量使用处理组的识别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考虑到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的设立可能不会立刻对该地区鸟类丰富度产生影响，我们将政策生效时间滞后一

年，试点期设置为 2018 年，在 2018 年之后取值为 1，在此之前则取值为 0；同时，属于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城市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和哈

密市鸟类观测记录很少，数据缺失严重，同时考虑到 2021 年城市很多指标数据的缺失，最

终使用 2017 年设立的 8 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城市确定为政策试点城市，包括衢州市、

湖州市、广州市、贵阳市、安顺市、南昌市、九江市、克拉玛依市等 8 个城市，样本期为

 

1 为全面考察地区的鸟类丰富度，在稳健性部分，本文进一步计算鸟的种类的丰富度衡量鸟类多样性，文中没有明确标注

即为鸟类数量的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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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0 年。 

3.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本文参考 Liang et al.（2020）、文书洋等

（2022），选取了一系列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取对数）、外商直接投资（当年实际使用外资取对数）、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年末户籍人口数）、基础设施水平（公路里程数与全市年末户籍人口数之比取对数）、人口

密度（全市年末户籍人口数/城市行政区域面积）、政府干预程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

出/地区生产总值）；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地貌、温度等环境因素，包括：地级市的坡

度、高程、年平均温度以及夜间灯光等变量，以控制地级市的自然因素，以及光污染等对

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中，不随时间变化的坡度和高程数据，本文构造了与时间趋

势的交乘项进入回归。 

4.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I1 所示。从观鸟数据来看，在样本期，共有

1258660 条观鸟记录，总计 62338 个观鸟报告。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删除了由于记录错

误导致的观鸟时间小于 0 小时的观鸟记录。每个观鸟记录报告的观鸟种类的均值为 17.97，

观鸟记录中鸟目的均值为 4.581，观鸟记录中鸟科的均值为 11.09。此外，其余控制变量的

分布都处于合理区间内。 

表 I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鸟种 62338 19.64 17.18 1 511 

观鸟时间 62338 4.940 5.362 0.017 23.993 

目 

科 

62338 

62338 

4.581 

11.09 

2.866 

7.040 

1 

1 

21 

65 

bio 1782 -2.62e-09 1.000 -4.026 4.986 

lnrgdp 2407 10.652 0.578 7.211 13.003 

lnforeign 2273 21.098 1.916 12.103 25.932 

Structure 2405 0.070 0.063 0.001 0.608 

lninfrastructure 2255 3.470 0.691 -0.652 5.906 

Density 2412 439.210 352.885 0.615 2,959.439 

Gov 2407 0.233 0.284 0.044 8.113 

slop 2385 0.747 1.120 0 3.397 

high 2385 1.843 2.750 0 8.514 

temp 2373 2.642 0.444 -1.469 3.255 

night 2385 1.438 1.350 -6.109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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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在使用时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需具有平行

变化趋势，而在政策实施之后，试验区内鸟类多样性相对于非试验区存在显著的趋势变化。

为此，本文以政策生效前一期为基期，对窗口期以外的观测值作两端收尾处理，检验各地

区鸟类多样性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动态趋势变化。结果如图 II 1 所示1，在政策

实施前，所有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说明试验区和非试验区的鸟类多样性变化趋势没有显著

差异；在试验区设立后，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有效提

升了鸟类的多样性，且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II1 基准结果平行趋势检验 

2.倾向得分匹配 

考虑到试验区城市在区域、等级、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性，由此可能会存在绿色金融政

策效应评估的自选择偏差问题。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借鉴王修华等（2021）的做法，

进一步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验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对鸟类

多样性的影响。本文采用核匹配方法对数据的倾向性进行评分，以试验区设立当年进行匹

配，倾向匹配的变量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人

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温度、降雨量等，匹配完成后，处理组有 7 个城市，控制组有 66

个城市。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生效前尽可能没有显著差异。

为了验证倾向匹配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混合匹配方式。在此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

 

1 图 II 1 给出了基准回归第（2）列回归结果的平行趋势检验。 



5 

 

法评估试点政策对鸟类多样性的净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II1 所示。表中第（1）—（3）

列对应以试验区设立当年为基期的回归结果，第（4）—（6）列采用混合匹配。从倾向得

分匹配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回归系数值与基

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城市间的差异没有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干扰，验证了本文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II1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变量 
设立当年 设立当年 设立当年 混合匹配 混合匹配 混合匹配 

（1） （2） （3） （4） （5） （6） 

treat*post 
0.492** 

(2.03) 

0492** 

(2.06) 

0.490** 

(2.08) 

0.533*** 

(2.65) 

0.535*** 

(2.69) 

0.521*** 

(2.61) 

GF*t YES       YES   

GF*t*t YES   YES   

GF*t*t*t YES   YES   

GF*post2018  YES   YES  

GF*Year dummy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531 531 531 851 851 851 

Adj.𝑅2 0.336 0.333 0.345 0.274 0.270 0.274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安慰剂检验 

为防止结果可能是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本文进一步通过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

性分析。从所有地级市样本中随机选取与原处理组相同数量的城市样本，并随机生成试点

政策实施时间，构建城市与试点政策时间均随机的新处理组，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

检验，并随机重复 500 次实验。从图 II 2 可知，交互项系数集中分布于 0 附近，p 值基本都

是大于 0.1，并且随机系数大都位于真实值 0.496 的左侧1，说明在随机化处理后试点政策的

效果和显著性大幅减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1 以基准回归第（2）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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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2 安慰剂检验 

4.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更换鸟类丰富度的计算方法，借鉴

Liang et al.（2020），分别使用每个观鸟报告观测到的鸟类数量计算出每年城市的平均观鸟

数，以及使用通过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LASSO）计算鸟类的丰富度，作为衡量鸟

类丰富度的指标。此外，考虑到衡量一个地区的鸟类多样性不仅包含数量上的丰富度，也

要同时包含鸟的种类丰富度。为更加全面验证试点政策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本文进一步

计算鸟种的丰富度，验证试验区的设立是否促进了试验区内鸟的种类增加。回归结果如表

II 2 所示，在控制了试验区设立的非随机性问题后，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验

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且也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促进了鸟类

数量的增加，也显著促进了鸟的种类增加。由此，也为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

了更为全面的证据。 

表 II2 更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观鸟数量 LASSO 鸟种丰富度 

（1） （2） （3） 

treat*post 
0.828* 

(1.92) 

0.554** 

(2.49) 

0.485** 

(2.31) 

GF*t YES YES YES 

GF*t*t YES YES YES 

GF*t*t*t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60 1344 1427 

Adj.𝑅2 
0.399 0.256 0.310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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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出台了“封城”和“社交隔离”等抗疫措施

（蔡昉等，2021）。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出行以及生产活动产生了限制，但

这也间接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会对鸟类的多样性产生有益的影响（Madhok and 

Gulati，2022）。因此，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控制新冠疫情的影响。考虑

到回归模型是以试验区设立后一期的 2018 年作为试点期，如果直接删除 2020 年，会导致

试点政策生效后的样本期较短，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累计感染新冠人数作为控制变量1，用

以控制新冠疫情对鸟类丰富度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累计感染新冠人数的回归系数不

显著。可能原因是，虽然疫情会带来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鸟类的生存，但是考虑到在封城

期间，公众出行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对鸟类的观察产生影响，所以导致新冠疫情对生

物多样性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正，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 II3  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 

变量 
bio bio bio 

（1） （2） （3） 

treat*post 
0.504** 

(2.41) 

0.507** 

(2.46) 

0.499** 

(2.40) 

lnCOVID 
0.041 

(1.32) 

0.043 

(1.42) 

0.041 

(1.32) 

GF*t YES             

GF*t*t YES   

GF*t*t*t YES   

GF*post2018  YES  

GF*Year dummy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27 1427 1427 

Adj.𝑅2 0.272 0.272 0.269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6. 控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此外，考虑到观鸟记录数据与观鸟者群体规模的变化和观测经验的积累相关，而观鸟

群体规模及观测经验的变化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系统性联系，所以本文进一步

控制了互联网的发展水平、是否旅游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等地区层面的因素，

以降低观鸟群体规模等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系统性联系影响。所得回归结果依然是

稳健的。 

  

 

1 2020 年之前感染人数都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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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4  控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变量 

bio bio bio 

（1） （2） （3） 

treat*post 

0.512** 
(2.48) 

0.515** 
(2.54) 

0.507** 
(2.48) 

GF*t YES             

GF*t*t YES   

GF*t*t*t YES   

GF*post2018  YES  

GF*Year dummy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427 1427 1427 

Adj.𝑅2 0.271 0.271 0.269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7. 改变控制组城市 

考虑到本文主要使用 2017 年首批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城市，实验组城市

为 8 个试验区城市，同时考虑到本文的样本为城市层面，如果将控制组限定在试验区同一

省份，会导致样本量较少，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控制组选择除试验区外

包含观鸟记录的其他城市。但是，考虑到控制组的样本太大可能会影响到本文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改变控制组的选定方式。具体方法如下，分别使用试验区所在省份的

其他城市、使用试验区周边其他城市、使用试验区省内其他城市和周边城市，以及使用试

验区所在省份之外的其他城市作为控制组。通过改变选定控制组范围的方式，进一步验证

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两种改变控制组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II5 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在改变控制组的选定方式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即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表 II5   改变控制组城市 

变量 

省内 周边 省内+周边 省外 

（1） （2） （3） （4） 

treat*post 

0.395 
(1.68) 

0.475* 
(1.98) 

0.484** 
(2.03) 

0.492** 
(2.27) 

GF*Year dummy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6 221 385 1154 

Adj.𝑅2 0.282 0.323 0.293 0.270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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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剔除观测记录较少城市 

为了避免观鸟报告数据波动可能会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作者分别剔除观鸟

报告小于等于 10、30、50、100 个的城市，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回归结果

如表 II6 所示。在分别剔除观鸟报告小于等于 10、30、50、100 个的城市之后，回归结果

依然显著为正，也即说明本文得出的结果没有受到一些城市观察点较少的影响，再次验证

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II6  剔除观测记录较少城市 

变量 

剔除小于等于 10 剔除小于等于 30 剔除小于等于 50 剔除小于等于 100 

（1） （2） （3） （4） 

treat*post 

0.605*** 

(3.05) 

0.538*** 

(3.29) 

0.394** 

(2.39) 

0.516*** 

(4.75) 

GF*t YES YES YES YES 

GF*t*t YES YES YES YES 

GF*t*t*t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24 1101 938 704 

Adj.𝑅2 0.335 0.379 0.395 0.463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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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辐射效应考察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不单是为推动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环境

治理、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希望通过试验区发挥先行先试、示范带头作用，进而转化

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周边甚至全国的绿色发展。因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推动作用是否具有辐

射作用，即是否会带来试验区周边城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

究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借鉴蒋灵多等（2021）的方法，构建如下回归

模型： 

𝑏𝑖𝑜𝑐𝑡 = 𝛼0 + 𝛽1𝑅𝐸𝐶𝑐𝑡 + 𝛽𝑖𝑋𝑐𝑡 + 𝛿𝑡 + 𝛾𝑐 + 𝜀𝑐𝑡 ，                   （III1） 

其中，𝑅𝐸𝐶𝑐𝑡表示城市 c 在年份 t 时，其毗邻城市中是否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如有，

则取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模型中其他变量设置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式

（III 1）的回归中不包含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本身。此外，回归系数𝛽1如果显著为正，

则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如果𝛽1显著为

负，则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鸟类丰富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试验区的设立仅改

善了自身的生态环境，进而吸引了周边城市鸟类的迁移。 

辐射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III1 所示，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周边城市

鸟类多样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试验区的设立对周边城市具有辐射效应，能够发挥先行

先试、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周边地区鸟类丰富度的提升。因此，在后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归纳总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积极推

广到周边地区甚至全国，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辐射效应。 

此外，在辐射效应分析中，考虑到控制组会受到实验组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被低估，进而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

文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回归结果是否稳健，将实验组的周边城市剔除后，剩余城市作为控制

组，重新进行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III2 。从表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的回归

结果仍然是显著为正的，也即进一步验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结果

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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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I1  试验区辐射效应检验 

变量 

bio bio 

（1） （2） 

REC 

0.222** 

(2.29) 

0.206** 

(2.02) 

控制变量 YES YES 

样本量 1551 1551 

Adj.𝑅2 0.269 0.28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表 III2 剔除试验区周边城市 

变量 
bio bio bio 

（1） （2） （3） 

treat*post 
0.523** 

(2.52) 

0.525** 

(2.57) 

0.522** 

(2.53) 

GF*t YES   

GF*t*t YES   

GF*t*t*t YES   

GF*post2018  YES  

GF*Year dummy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1249 1249 1249 

Adj.𝑅2 0.261 0.262 0.258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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